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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必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

曾长秋
1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介绍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情况，湖南常德的赵

必振在五四前期翻译了大量作品，积极传播社会主义，1902—1903 年，赵必振在上海翻译出版

了《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等二十余本日文著

作，还翻译了具有爱国救亡作用的其他著作，把马克思主义说和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传播到中国来。

赵必振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关键词】赵必振；翻译《近世社会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7)05—0097—06

说到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赵必秀翻译日文著作值得大书一笔。比中国共产党成二早 19

年，即在刚刚进人 20 世纪时，赵必振就用了三年的时间，在上海翻译了日文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实用卫生自强法》、《社会改革论》、《新世界伦理

学》、《东亚将来大势论》、《万国教育志》、《英国地方政治论》、《日本维新慷慨史》（两卷本）、(日

本人权发达史》、《日本维新英雄儿女传奇》、《东亚女权萌芽小史》、《世界十二女杰》、《戈登将军》

《亚历山大》、《拿破仑》、《土耳机史》以及“史学小丛书”9种，共 20 余部译作 100 多万字，把马克

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传播到中国来。

一、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缘起

随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西学东渐”式的译书热潮，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被介绍到中国

来。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不曾有真切的了解，所探索的救国救民真理主要是西方民主主义。

由于封建王朝对外国侵略者屈服.宣告了封建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团结御侮的武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

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传播西学，以为“要救国，只有维新”
[1]
，于是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自然科学

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发动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然而，西方列强却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富强

的道路，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总是行不通！

19 世纪 70 年代初，清朝在天津教案发生之后便派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国赔礼道歉，陪同翻译张德彝在

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目睹的巴黎公社起义；另有王韬写的《普法战纪》一书，也提到了巴黎工人起义之事。

国内洋务运动兴起以后，早期改良派编译了一批西书，其中涉及“郭密尼士"(共产主义）、"康密尼人”(共

产党人)等词句。由于主张“平俸给，齐贫富”，严复将其翻译为“均贫富之党”。19 世纪末，梁启超也

津津乐道地介绍社会主义各流派，写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论俄罗斯虚无党》、《圣西门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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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及学说》、《社会主义论》等文，刊登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上
[2]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的《大同书》，

可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更是明确地将自己的民生主义，直接等同于西方的社会主

义或共产主义，甚至找上门去要求参加第二国际。上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虽然最早接触并

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但他们的介绍是零星的，甚至有误解和歪曲之处，其社会影响力也微不足

道。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可上溯到 19 世纪末。据査证，中文书刊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是 1898

年基督教团体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翻译了柯卡普所著《社会主义史》，由于印数不多，影响有

限。1899 年 4 月，《万国公报》第 121 期至 124 期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一文，称

赞马克思、恩格斯为“百工领袖”，还介绍了“德国之马客傯，主于《资本论》者也。”此后，中国的留

日学生陆续传回一些新名词和译作，使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两次介绍社会主义的热潮
[3]
。

1902 年至 1907 年为第一次热潮，一些在国外出版的中文刊物登载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例如：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18 号著文，称马克思为“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3 年马君武在

《译书汇编》第 12 期称：“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1905

年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 2 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

《共产党宣言》的要点。1912 年孙中山发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一文，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

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使无条理之字义-遂成为有系统

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实本”。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本办的《天义报）荖一次刊登了马克思的肖像和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还在《新世界》节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但是，上述

人员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更谈不上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以及对马克思著作的介绍，

认为提供了一条可以用于“改造中国”的途径。使传播走向高潮的是一些归国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

他们相继译二了《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世界六大问题》等 30 多种书籍，其中半数涉及

马克思及其学泫以赵必振的译作时间最早、数量居多，影响也大，起到了“首传真”的作用。

1917 年至 1921 年为第二次热潮，有 30 余二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价格与利润》、《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的《国家与革

命》(部分)、《过渡时代的经济》、《民族自决》、《俄罗斯的新问题》、《劳农俄国的建设事业》。还

有一些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如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和《阶级争斗》、刻卡扑的《社会

主义史》、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也有中译本。据统计，《新青年》、《每周评论》、

《少年中国》、《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新

社会》、《曙光》、《建设》、《互助》、《广东群报》、《中华新报》、《劳动界》、《共产党》月刊

等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或十月革命的文章，有 237 篇。其中，五四运动以后成井喷之势，达 223 篇。其代

表人物有：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恽代英、蔡和森、杨匏安、陈望道等。许多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

的过程中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非屈从于任何压力，也不是追逐时髦，

这是他们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救民方案进行反复比较之后，经过认真思考做出的抉择。

在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中，赵必振于 1902 年就投入了战斗.无疑起

了“首传真”的作用。他的译作虽然晚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译文，但李提摩太毕竟不是中国人。梁启

超 1902 年刊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提到过马克思、社会主义等词汇，而且与赵必振的译作同时出现，而

梁启超毕竟是只言片语，不及赵必振那 20 多本译作有分量。众所周知，在中国正确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热

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的李大钊，于 1918 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1919 年主编《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过在

时间上却晚于赵必振 16年。因此我们说，赵必振是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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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赵必振的翻译作品将社会主义最早介绍到中国

赵必振，字曰生，号星庵，湖南武陵(今常德市）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出生在一户官宦世家。

赵必振的先人虽然为官为宦，却以书香传世。其先祖赵慎畛（1762—1826)，清嘉庆进士，官至广西巡抚、

闽浙总督、云贵总督。赵必振年轻时读书发奋，袪学政钱沣看重，后拜纪昀（纪晓岚）为师，以阮元、赛

方纲为友，对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有深研。他对三籍版本鉴赏也有独到之识，鉴藏之精，当时无人与匹。

著作甚丰，有《赵慎畛杂文》、《赵文恪奏议》、(人政录》、《载笔录》、《榆巢杂识》、《读书日记》、

《惜 5笔记》、《蓼生日记抄》存世。其祖父赵光（1797—1865)，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刑部尚书，工诗

文，尤眷书法。他师承董其昌，与陈孚恩、祁隽澡、许乃普并称清末四大书法家。其父赵燮和，在广东官

至知府，光绪十年(1884 年)死于广西怀集知县任上。赵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字“曰生”含“粵生”之意。

在父亲死后，他 11岁时随母从广西扶灵柩还乡，定居在老家——今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狮子山村。

赵必振在湖南长大，先后就读于常德德山书院、长沙湘水校经书院，读过《湘学报》，景仰谭嗣同，

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他在戊戌变法前夕参加院试，补博士弟子员。他支持变法，与黄遵宪、熊希龄等交往

甚密。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他与湘水校经书院同窗、“寒社”社友何来保、胡友业等组织常德“自

立军”，响应浏阳人唐才常在湖北发动的起义。由于事泄，何来保等人被捕之后押往长沙砍头，赵必振于

8月 21 日化装成和尚逃往桂林的姐姐家躲避，在好友龙赞侯的帮助下经澳门出国，亡命日本。他参与梁启

超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对、编辑工作。办报之余，他用两年时间努力学习日文，旁听日本社

会主义者的演讲，并收集到日本学者出版的研究社会主义的书籍，还与在东京的反清人士章炳麟、秦力山、

陈天华等，多有交往，其思想与时俱进。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因国内党禁放松，赵必振启程回国。

他在上海居住了三年，从事翻译工作，留下了以下作品。

1902 年 8 月，29 岁的赵必振在改良派主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译作——-翻译了日人幸

德秋水 1901 年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该书虽然只有 4万多字，却是中文版第一次对帝国

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著作，甚至比列宁 1916 年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

论”)还早 14年。该书主张用“世界的大革命运动”(即社会主义革命）来“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以“劳

动者共有之社会”（即社会主义制度）来“亡其野蛮的帝国主义”。以上这些说法出自一百多年以前，确

实是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足见赵必振翻译这部作品的“慧眼”和勇气。该书发行时引起了上海新闻出版

界不小的轰动，《每日新闻》、《中国民报》以及许多社会活动家纷纷赞扬这一惊世之作。

1903 年 2 月，赵必振又在广智书局出版了日人福井准造 1902 年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该书分上、下

两册，正文四编约 16 万字。第一编“第一期之社会主义一一英法二国之社会主义”有五章，依次介绍巴贝

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普鲁东、勃朗的生平、著作与学说，尖锐地批判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空

中楼阁”，批评无政府主义是“粗暴过激之议论”;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德意志之社会主义”有

四章，为全书核心，依次介绍第一国际的历史以及马克思、洛贝尔图斯、拉萨尔的生平与学说，对德意志

社会主义予以充分肯定，对马克思给予高度赞扬；第三编“近时之社会主义”，依次介绍无政府主义、社

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流派的观点，明确地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今则

如仇”、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异其趣”；第四编“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依次介绍英、法、

德、美以及东欧各国社会党的活动，指出各国社会党的历史并不等同社会主义史。书后附录了《社会主义

及其党与之重要诸件表》以及 15 个参考书目。该书出版 24 年之后（即 1927 年），上海时代书店将赵译本

《近世社会主义》重印，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大革命高潮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4]
。下面，我着重介绍

《近世社会主义》这本书。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之前，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主渠道在日本。日本有一批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例



4

如:河上肇翻译了《资本论》(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就师从河上肇学习政治经济学）、村井知

至撰写了《社会主义》、幸德秋水撰写了《社会主义神髄》、岛田三郎撰写了《社会主义概评》等。其中，

以福井准造撰写的《近世社会主义》在中国影响最大。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赵必振功不可没。赵必

振翻译的中文版《近世社会主义》，不仅介绍了欧美各国社会党的现状以及社会主义学者的生平、著述，

而且书后附录的参考书目为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 126 个文献。书中以主要篇幅，向中国读者介绍

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写作过程，介绍了马克思的生

平事业以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还介绍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该书以热情洋溢的语言，称颂马克

思为“一代伟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

明无二之真理”
[5]
。书中还指出：“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人类进步必然之势”，并预言“二十世纪者，

社会主义时代也”。

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结尾段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

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6]
其结束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这些经典语言许多人耳熟能详，而这些文字的早期译本，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译文却有较大差异。在陈

望道 1920 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之前，上述经典段落早在 1903 年由赵必振翻译的《近

世社会主义》中有四处提到了。赵必振是这样翻译的：“大攻击经济社会之现组织，绝叫社会制度之改革，

为劳动者吐万丈之气焰。”他把结尾段文字译为：“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

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

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因为该书是中

国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一本译著，赵必振还把《共产党宣言》译成《共产主义宣言》，

此应为中文最早的出现的“共产主义”一词。因此，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输人中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译作之外，赵必振还翻译了幸德秋水撰写的《广长舌》中的 32 篇文章,辑成一本

译著。这是一部宣传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其影响力甚至比前面务-到的那两

部译作还要大。赵必振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译作，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给中国纷繁复杂

的日趋进步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

三、赵必振翻译的具有爱国救亡作用的其他著作

赵必振的其他一部分译著，旨在总结某些国家亡国的教训。

近现代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一些爱国学者往往用其他国家亡国的历史资料作为题材，进巧爱国

救亡宣传。例如，上海广智书局 1902 至 1903 年之间出版了日人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史学小丛书”

(1 套 9 种），很受读者青睐。该丛书的书目分别是：《十九世纪大势略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日

本现势论》、《埃及史》、《犹太史》、《腓尼西亚史》、《波斯史》、《亚细里亚巴比伦史》、《亚剌

伯史》，后六种属于亡国史作品。此外，他还翻译了允村三郎撰、广智书局 1902 年出版的《土耳机史》巧

成了文明古国亡国史系列。《土耳机史》开篇写了三章，论及该国概况(包括地域、国情与形势）；正文共

四编，叙述自开国至近世的历史以及该国的宗教、政治、兵制、财政、贸易、交通、文化、教育、艺术，

并对其衰亡的过程与原因进行了分析。

以上著作有一个突出特点：记叙了这些文明古国是怎样由盛转衰的？译介这些与中国有类似经历国家

的亡国史，更能引起国人共鸣，从中吸取敦训，从而奋起救亡。例如，他分析土耳其之所以亡国，其原因

在于“君奢民惰，丧失了原来的尚武精神”。在《埃及史》中则指出，该国君民不知自爱、大举外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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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无穷；因为，“既陷破产之域，本由外债而作俑。一国之财货已全涸竭，农困于租税，官失其给俸，举

国之民，流离困苦，饿莩横路，惨不忍睹：而其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尽为欧洲英法人所占夺。国权

堕地，不可挽回，其陷于惨状苦境者，实由于财政紊乱。”
[7]
这些译作问世，立即刮起了一阵飓风，极大

地震撼了国人的心灵。如何避免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则成为了国人关注的焦点。

赵必振另有一部分翻译，旨在总结日本维新变革的经验。为了借鉴日本的经验、唤起我国民众的觉醒，

赵必振翻译了《日本维新慷慨史》。该书由日人西村三郎撰，广智书局 1902 年出版。由于原书排列无序,

使读者难于了解明治维新的全过程，译者便按时间先后、贡献大小调整编派顺序。译本分两卷：上卷为佐

久间象山、月照师、渡边华山等人的传记，下卷为平野国臣、岩仓具视等人的传记。译者在《叙》中评价：

“其书详于我国维新之改革，文明之进步，凡有关于国步者，述其事迹，至周且详，而于爱国志士艰难奔

走、躬膺刀锯鼎镬而不辞，以及时势变迁、人情隆替无不记之。”还声明：“欲求社会之 3 步，必不能无

所改革……此天下之公理哉。”
[8](P1)

从上可知，赵必振翻译此书的目的，主要是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激励我国仁人志士卧薪赏

胆、发愤图强。译文中间还夹有按语，表达了译者的倾向性意见。例如，他在评价藤田东湖时指出：（藤

田先生)“虽然意气凛凛，至今犹有生气。岂音我国之朝言攘夷大势，去即摇尾乞怜、媚外惟恐不及者，所

可借为口实也。”
[8](P7)

以上这些议论，对启迪读者的觉悟、激发国人的斗志，亦能起到一定约积极作用。

赵必振还有一部分译著，旨在以国外英雄人物激励国人斗志。

赵必振译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非常重视各国英雄人物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用以“开民智，挽

狂澜”。上海益新译社 1903 年出版了他翻译的日人土井晚翠著的《拿破仑》传记，就是其中一例。益新译

社在《中外日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对出版目的说得很清楚：“拿破仑之用兵也，兼一国即予以立宪之法，

略一地即畀以自治之权法，并蒙其赐，又不独法民蒙其赐。我国今日盖亟于立宪与地方自治之制耳，吾愿

爱国者各手此一编以讲求立宪之方法、自治之规模，则我国之富强、吾民之光荣于法岂多让哉！”
[9]

又如，赵必振翻译的《世界十二女杰》（日人岩崎沮堂、三上寄凤著，广智书局 1903 年出版），介绍

了法国格儿桎、美国扶兰志斯、普鲁士王后流易设、法国苏泰流夫人等 12个女性的事迹，力图证明女子的

能力丝毫不亚于男子，旨在为中国女性提供榜样。赵必振还翻译了《东洋女权萌芽小史》（日人铃次郎编，

上海新民译印书局 1903 年出版），介绍泽伯爵夫人、矶精子等七十余人的事迹，旨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

倡导男女平权。译者在《叙》中蚕涓:“男女同权者，古今中外之公理。”而中国目前之所以男女不平等，

是因为处于“公理未发达之时代，男尊女卑之谬说，蔓演于人间。在昔野蛮之世，万国所同，而东亚为尤

甚”
[10]
，这个现状亟待改变——争取女性解放！

四、赵必振的晚年生活以及对其翻译作品的评价

赵必振早在青年时期，就参与了自立军、立宪派的活动,与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有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

才有在东京和上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他 32 岁时离开上海去香港，在一家《商

报》做了两年编辑，也翻译了一些日文经济新闻。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抨击英国殖民政策的文章，

被港府驱逐出境。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旧时好友、澄迈知县龙赞侯邀请他当督学，他便去了海南岛，

两年间创办了澄江、迈江两所学堂。由翻译转而从事教育事业，这是他教学生涯的开始。

宣统元年(1909 年）,赵必振应邀到沈阳做了熊希龄的幕僚。早在戊戌变法前夕，他就与熊希龄交往甚

密，此时熊希龄任奉天盐运使兼东三省财政监理官，在辛亥革命发生时与奉天陆军协统蓝天尉通电“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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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赵必振从营口去南京和上海，充当熊希龄与革命党的联络人。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熊希龄任热河

都统，他随之任热河都统署财政厅的厅长。民国二年（1913 年），熊希龄去北京組阁，担任中华民国的第

一任总理，赵必振入财政部主管国库。袁世凯称帝时，赵必振著文声讨而遭通缉,暂时避难于湖南，任长(沙)

宝(庆)镇守使梅馨的秘书长。此后，他回财政部继续任职，达十余年之久，且官声极佳，被赞为“身为五

长，不名一钱”。其间，他还提出了地税、国税分治的重要思想。民国十七年(1928 年)北京政府解散之后,

虽然桃源人覃振（司法院副院长）邀请他前往南京政府任职，但他无意从政，乃留在北平（即北京）以教

书为业，在私立民国大学、华北大学讲授“公羊春秋”、“三礼”、“地理沿革”等课程。

1931 年在沈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导致华北动荡不安，赵必振从北平回到湖南，居长沙六年。他

先在慈善团体充任华洋义赈会的中国董事，并兼任湖南水灾救济委员会的委员，后重操旧业，从事教育工

作。他在中和、孔道两所国学专修学校执教，将讲稿编成《国学概论》一书出版，除了收入“公羊春秋"、

“三礼”等内容，还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儒学经典。1937 年抗战爆发，他回家乡常德避难，仍以教书为职业，

先后在常德县立中学和私立明义中学任教，艰难度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以 76岁高龄的资深经历，被聘

为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和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定居省会长沙。晚年，他回首往事，笔耕不辍，撰写了

《自立会纪事史料》以及一些回忆录。1956 年 12 月，赵必振在长沙病逝，享年 84 岁
[4](P6)

。

总观其一生，赵必振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他一生最辉煌

的时期，是在上海翻译日文版著作。仅在 1902~1904 年间，他一人就翻译了 20 余部，把马克思主义学说

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由张旭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湘文库》，其中有一本《近现

代湖南文化名人（翻译家传）》，第一篇就写了《翻译社会主义作品第一人——赵必振》。他从日文翻译

的《近世社会主义》等作品，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文明古国亡国的历史教训，

宣传了维新变革和救亡图存的思想。他以启迪民智、复兴民族为己任，携笔力耕、饱含热情，其译著对激

发中国人民提高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产生了积极影响，带动了社会主义新思潮传人中国。

可是，由于他只速成地学过两年日语，翻译水平有限，再加上在上海着手翻译的时间仅三年，可谓时

间短、任务重，因此译文比较草率。例如：译名不够准确，用词前后不统一，还存在一些语句欠通顺的地

方等。之所以出现这些瑕疵，是因为他急于求成，通过推出一批社会主义作品和传播日本维新思想，来激

发我国民众的志气，变革现实社会，故来不及详细地推敲文字、雕琢句法。然而，面对时局危难，他只得

仓促上阵，使译文中出现了以上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瑕不掩瑜，读者自能明白也在译作中所蕴含的

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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